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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個文化機制看華人人際傳播： 
「拉近」、「推遠」、「彈性化」與「複雜化」

張惠晶

摘要

本文從「拉近」、「推遠」、「彈性化」、「複雜化」等四個文化機制

來闡釋華人傳播行為， 認為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並非高高在上的指導原

則，而係透過文化機制的運作，在人際互動中體現。「拉近」讓彼此更

為親密，「推遠」保障個體獨立，「彈性化」提供彼此重新界定關係的

機會，「複雜化」則將他人帶入原已紛擾的世界。本分析著眼於傳播行

為，強調其多面性、跳脫二分法的局限，提供華人傳播研究一個新的

角度，以糾正西方研究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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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Cultural Mechanisms: Closing up, 
Distancing, Making Flexible, and Compl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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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literature tends to treat collectivism as a given in guiding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s of social actors, rather than to examine how 

collectivism may be constructed, enacted, and negotiated through participants’ 

exchanges. This paper explores four mechanisms used by Chinese to actualize 

their cultural orientat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1) closing up allows in-group 

members to maximize social resources and reap benefits of the collectivity; (2) 

distancing draws boundaries between people, making certain that what is done 

for in-group members is properly rewarded; (3) making flexible allows 

members to relieve burdens and tensions of extended relational webs through 

competing and negotiating relational positioning; and (4) complicating permits 

tighter orchestration of the relational system by engaging mutual acquaintances. 

These four cultural mechanisms,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asks and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show how a collective cultural orientation is 

constituted by individual performances of situate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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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華人傳播學研究近年來方興未艾（Chen, 2008, 2011a）；大約在1970

年代，美國傳播學者開始對華人傳播感到興趣，特別是它與美國人的

傳播行為所顯現出來的差異性。許多跨文化傳播學者從文化價值觀

（cultural values）著手，企圖從東西文化差異性的角度，來說明東亞人

的傳播行為如何與西方有別。至於所謂的「東方文化價值」究竟應該如

何闡釋？大部分學者從儒家、佛家、與道家的思維著手，認為東方傳

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視宇宙為一生生不息、自為運轉的整體；而人

既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以和諧為原則，與他人及宇宙所有的生

命與事務融合在一起。東亞人的傳播行為便是深受這樣的宇宙觀影響

（Chen, 2001），加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五倫為中心，強調階級

的人際關係差序格局（費孝通，1948），便形成以他人為主、和諧、注

重情境的東亞人特有的傳播行為（Chen, 2011b）。在這個研究架構下，

華人傳播通常被歸類為東亞人的傳播行為，與日本人、韓國人等的傳

播行為相提並論，甚至等同視之，因為這些「東亞人」同樣受到儒道佛

各家、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影響（Yum, 1988）。

筆者認為，從文化差異性來觀察人際傳播行為，雖然提供不少資

訊，還是有四個必須仔細考量的問題。第一，究竟文化價值觀與實際

傳播行為兩者的關係如何，仍須加以闡明，不能把它當成簡單的一對

一關係。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未必即等同於人際傳播行為的和諧

取向；同樣的，人際關係的階級設計也未必就會導致以對方為主的傳

播模式。因為文化的「應然」未必是行為的「必然」，更何況實際的行為

通常受到許多情境因素的制約。第二，即令文化價值觀與實際的傳播

行為有相當的關連，許多學者對所謂的「東亞文化」價值觀的解析 

通常採取簡單的二分法，著重東西差異比較，認為西方是的東方就不

是，東方是的西方就不是，因此所注重的面向十分偏頗，未能呈現 

一個比較周全、深入的分析 （Collier, Hedge, Lee, Nakayama, & Yep,  

2002; Dissanayake, 1989; Miike, 2006; Sinha & Tripathi, 1994; 張惠晶，

2004）。第三，大部分的文獻將文化價值觀當成因，傳播行為當成果，

汲汲於推論東亞人應是如何進行傳播，卻未能直接著眼於傳播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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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觀察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實現。第四，即令學者對東亞文化

價值觀的解析有其深度與廣度，但將所謂的東亞文化混為一談 （如

Miike, 2006），視華人、日本人、韓國人，甚至印度人、馬來西亞人等

的文化為同質，免不了忽略了每一個文化自身特有的、在特定時空下

所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

因此，本文希望能夠糾正這四個缺點，並提供一個比較動態、 

周全的分析，從「拉近」（closing up）、「推遠」（distancing）、「彈性化」

（making flexible）與「複雜化」（complexifying） 等四個文化機制 （cultural 

mechanism） 來闡釋華人傳播行為。 筆者仍然強調文化價值觀的重要

性，但不認為它的影響力是單純由上而下、簡單的一對一的對應關

係，而是經由文化機制的運作，落實到具體的傳播行為。文化價值觀

與傳播行為互為因果，二者之間有著複雜交錯的關係；而透過「拉

近」、「推遠」、「彈性化」、「複雜化」這四個文化機制，我們可以觀察華

人價值觀如何影響並在具體的行為裏獲得實現。換言之，價值觀不僅

僅是一組上位的指導概念，而是經由文化機制的運作，在人與人的互

動中體現。這樣的分析讓我們著眼於傳播行為，而不是以推論的方式

來想像華人傳播行為的「應然」。

筆者也嘗試跳脫二分法的局限，強調傳播行為的多面性。這些文

化機制有時方向一致，但也可能互相衝突，說明文化本身錯綜複雜的

面貌。最後，本文分析僅限於華人傳播行為，並不適用於其他東亞文

化。以下先說明華人傳播學研究大概，指明它的缺失，再詳細分析四

個文化機制。

當前華人傳播學研究大概

不論是在跨文化心理學、跨文化修辭學、跨文化傳播學的領域，

學者在解讀東西文化傳播行動差異時，最常引用的是「集體主義」與「個

人主義」（Hofstede, 2001; Triandis, 1995），以及「高情境」與「低情境」 

（Hall, 1976） 的對照。雖然東西文化二分法的架構在近年來受到許多不

同領域學者的批評 （見 Bond, 2002; Brewer & Chen, 2007; Cahill, 2003; 

Earley & Gibson, 1998;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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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它的地位仍然非常堅固。根據這個架構，以集體主義為主的東

亞文化是以和諧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將社會置於個人之上；而以個人

主義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則是以個體為主，將自己置於社會之上。植

根於「集體主義」的含蓄委婉，重視情境氛圍的東亞傳播因此是屬於高

情境的模式，跟植根於西方（美國）盛行的「個人主義」、強調以自我 

為中心、自主直接且不重視情境影響的低情境溝通模式 （見 Parks, 

1982），正好呈現強烈對比 （張惠晶，2004、2008; Chang, 2010）。

許多跨文化傳播學者以集體主義來解釋華人的傳播行動，認為以

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強調「老幼有序」的五倫禮教，奠定了因人

而異的特殊主義 （particularism） 的文化價值體系。華人人際世界關係

結構層層交疊，並形成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綿密網絡。在這樣有著親

疏遠近差序格局 （費孝通， 1948） 的文化氛圍裏，傳播人將人際關係劃

分階層差別、 親疏遠近， 區別「自己人」（in-group） 與「外人」（out-

group），對外人冷漠，對自己人卻是呵護有加。感情、人情、關係、

面子等應運而生，人與人之間也有了相當複雜的對待關係 （Chang & 

Holt, 1991b; Hwang, 2000; Luo, 1997; 黃光國，1988；曾仕強，1992）。

華人傳播行為裏最常為學者所研究的，便是彼此之間的緊密相關、特

別是自己人如何建立互相支援的聯絡網；人我之間的權利義務可以根

據彼此的關係來調整，關係好的感情深厚，權利與義務也跟著多起

來，關係不好的自然就少了許多，仰賴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精神。

當然，個人在享受感念熟人的關照時，同時也負擔回報的義務 （Chang 

& Holt, 1994; Chow & Ng, 2004; Jacobs, 1979; Graham & Lam, 2003）。

人際網絡可說是華人獲取社會資源的重要場域 （Chua, Morris, & Ingram, 

2009; Luo, 1997; Ma, 2011），同時也提供情感的支援。  

許多相關文獻便根據五倫規範來說明華人人際關係，再從這些規

範推論出他們的溝通行動必然是受到彼此關係的束縛，遵循彼此的等

級分際，避免衝突並重視情境的解讀，為集體的和諧不願也不能直 

接說出心裏的話 （Yum, 1998）。社會的正當性似乎遠超過個人的自主 

性，發自個人內心的溝通也因此窒礙難行。如Gao, Ting-Toomey 及 

Gudykunst （1996：283） 所言：「在華人文化裏，傳播並不是用來確認

自我意識，也不是用來滿足個體的需求或達成個體的目標……在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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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裏，傳播的主要功能在於維護既有的人際關係，強化角色與地位

的差異性，並維持群體的和諧。」華人人際傳播，從這樣的角度看來，

毋寧是壓抑與缺乏自主性的，注重外在的規範而忽略個人的心意 （張惠

晶， 2004; Chang, 2010; Ma, 1996）。

此一見解雖然翔實，卻未能深入探討華人豐富的文化與歷史背

景，無法呈現華人人際互動複雜的全貌，甚至衍生出許多負面的刻板

印象。King （1985） 認為這架構反映了「結構性的論述」，因為它只從人

際關係結構來解釋東西傳播行為的差異，完全忽略了人際關係的實質

內涵。即便「集體主義」是華人文化的中心，我們也必須瞭解究竟「集

體」的內涵為何 （Brewer & Chen, 2007），以及華人如何在這樣的氛圍下

進行互動，維持個人與群體的平衡，絕非只是把他們的行為當成限制

與壓抑的結果，忽略他們的主體性、主動性與情感性 （Chang, 2010）。

雖然也有學者強調華人關係的動態性 （如Hammond & Glenn, 2004），

但說明華人如何以具體的語言溝通行動來形塑彼此關係的相關研究仍

是屈指可數 （Luo, 1997）。

本文認為傳播行為與緊密的人際價值觀互為因果，而不是單一方

向的影響力。差序關係固然提供傳播行為準則，但這樣的文化價值觀

也必須在彼此拉關係、攀關係、說人情、講面子等的言語互動裏獲得

實踐。換言之，緊密人際關係的價值觀並不應被當成是先驗的預設

值，而應該考量它如何落實在具體的傳播行動裏。集體的文化價值觀

必須靠個體的互動來完成，而個體的互動也因為受到情境因素的制

約，必須一再重新檢視這些價值觀的認可程度。

不論個體是否受到壓抑，文化生活的特質都是在個體的你來我往

之間才獲得實踐。這個你來我往的華人傳播，可以從「拉近」、「推遠」 

、「彈性化」、與「複雜化」等四個文化機制的運作來探討；每一個機制

都有它的發展背景，以及特殊的行動任務與溝通策略，來維持層疊分

明的人際關係。透過這些機制的分析，筆者希望能直接著眼於華人傳

播行為，觀察差序格局 （費孝通， 1948） 的人際價值觀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被實現，並提供一個比較周全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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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個文化機制來省思華人傳播

我們可以想像平順的人際傳播就如同一對舞伴，在優美的樂聲中

踩踏著不同卻一致的腳步，表現自己也呈現整體的美感。如果步伐、

速度、韻律不能配合，兩人的舞姿必然笨拙，人際交流也將是困難重

重。步伐韻律能夠配合，仰賴的便是文化資源──兩人對於應該如何

移動彼此的腳步，如何詮釋音樂，如何引領對方的動作、心情，都是

以文化機制為範本──而在每一個舞步的一舉手一投足的協調之間，

也一再地落實文化的內涵。

在華人社會，傳播人可以利用「拉近」的機制來縮短彼此的距離，

讓自己與對方更為親近，甚至變成自己人，以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

「推遠」則借由強調一己所付出的應該得到同等回報，或仰賴中間人的

介入，來拉開彼此的距離，保障一己的權利不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壓

榨；「彈性化」的機制提供傳播人調整、操縱彼此關係（不論是遠近、位

階，或其他面向），並改變遊戲規則的機會，來減輕人際關係帶來的負

擔，或讓自己佔得上風；最後，「複雜化」則是允許傳播人將其他相關

人等帶進兩人的互動世界，使得原本就已經千絲萬縷的人際世界衍生

更加複雜的關係。經由這四個文化機制，華人一方面享受自己人溫馨

的關懷與保護，另一方面也付出合理的代價；一方面推開不必要的牽

扯，另一方面卻又將人際世界弄得更複雜。這些看似衝突的文化機

制，其實正是集體主義內涵得以落實的功臣。 

拉近：參與集體的文化機制

如果自己人是如此重要，如果華人的確寧可跟自己人而不喜歡跟

外人互動，如何利用巧妙的話語來建立關係，從生人變成熟人，或者

拉攏關係，讓彼此熟上加熟，自然是很重要的任務。究竟他們如何維

護與操作緊密的人際關係，讓自己變成他人的自己人，或者將他人帶

入自己的圈圈，讓彼此由生變熟或者熟者更熟，可以從「拉近」這個角

度來分析幾個表現模式。

第一，最基本的例子，是在陌生人之間尋找雙方的共同點作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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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礎，讓外人不會顯得這麼「外」。當然，拉近陌生人間的關係沒有

文化的專屬性，但華人的文化特色在於它的機動性與特殊性。例如，

當發現彼此來自同一個地方、畢業於同一所學校，或者有某種程 

度的親戚關係，兩人似乎可以在一瞬之間變成熟人，或至少感覺很 

「親切」。「哎呀，怎麼那麼巧？」，或者「我們真是有緣呀！」（Chang, 

1991a, 2002） 這樣的言語表達，都是拉近彼此關係的不二法門。

許多學者發現，對華人而言，地緣與血緣可說是凝聚彼此關係的

快速接著劑；這與美國人際傳播學相關理論如社會深入理論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與情誼發展階段論（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ory），

強調彼此必須慢慢分享並深入瞭解對方內心才能逐漸發展彼情誼 

（Parks, 1982），有著顯著的差別。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裏，從「拉近」的

角度觀察，溝通的重點並不只在於分享彼此的內心世界，而是尋找進

門階梯，將陌生人轉為熟人。一旦找到了這些共通點，彼此似乎可以

馬上晉級到「熟人」；就算算不上自己人，也不再是完全的「生人」。

至於不是很熟的人，華人也常用親屬稱謂將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轉

化成「準親戚」關係，使得彼此變得更親近 （Blum, 1997）。例如用「叔

叔」、「阿姨」、「伯伯」等稱謂來稱呼年長的鄰居、親人的朋友；在公司

裏，用「陳大哥」、「張大姐」、「林阿姨」等來稱呼自己的同事；或者用

「學姐」、「學弟」、「學妹」、「學長」來稱呼與自己上同一所學校的人，

都是很好的例子。甚至在一般買賣的場合裏，售貨員也會隨俗的稱呼

老一輩的顧客為「阿姨」、「伯伯」，小一輩的為「弟弟」、「妹妹」，來拉

近彼此的距離（現在更將原本該是「阿姨」的改為「大姐」來討好顧客）。

華人對血緣的重視可說是其文化的一大特質，在綿密細緻的親屬

稱謂系統裏可以觀察到他們如何根據長幼、父方、母方、血親、姻親

等標準，做了詳細的區別。在每一個「叫」某人某個稱謂的言語行動裏

（Blum, 1997），彼此的距離拉近，新的關係也跟著形成。當我泥中有

你，你泥中也有我的時候，溝通也跟著暢順了起來。有了「熟」的基礎

之後，彼此的關係便得晉級，「人情」也隨之而來，拒絕對方的要求就

跟著變得困難，因為自己會覺得過意不去或不好意思，也不想傷了彼

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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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人使用親屬稱謂，一般研究都將重點放在它所表現的對長

輩的尊崇；但同樣重要的是，這樣的稱謂也讓關係變得更緊密，因為

假設彼此有著血緣關係，不再是沒有關係的生人。一般跨文化傳播研

究認為華人的人際階級比美國人來的分明，因此距離也應該較美國人

為疏遠，這個看法有很大的問題，因為階級與親疏並沒有絕對的關

聯。特別是當華人以親屬稱謂來稱呼彼此時，就算位階因而更為分

明，關係還是拉近，彼此也更能互相幫忙。

第二，有了這樣的文化設計，有心人自然可以拉關係、攀關係、

搞關係，讓關係從無到有，因為它是可以隨時操作，隨時變動的。既

然是「攀」或「拉」，就必須有所本，也就是必須根據原有的或可能利用

的關係來加以推展，使它更為茂盛緊密。之前提到的找尋彼此的共同

點，便是「拉」關係的起點，就算沒有共同點，也可以看看有沒有彼此

都認識的熟人，從這裏來加強關係。這些都需要靈活的溝通技巧，將

實際的目的融合在感情的交流中，恰當地拿捏彼此的分際，成功地處

理面子與人情。

這裏也牽涉另一個特別有趣的文化現象：華人的人際關係並非 

局限於特定的兩人之間，而是如同累積起來的財富一般可以移轉 

（Hammond & Glenn, 2004; Luo, 1997）。因此，一份良好的關係通常會

帶動其他關係跟著好起來。舉例來說，如果甲跟乙關係良好，甲跟丙

的關係也不錯，那麼甲就可以將他跟乙的關係轉移給丙——乙可以

「攀」甲的關係來跟丙建立交情或要求協助，丙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

要求乙的幫忙 （關於中間人的角色與功能，之後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無論如何，乙丙雙方都會尊重甲的面子，甲乙丙三人因此就成了自己

人；在這個關係網絡裏，三個人的面子與人情都是互相影響、互相牽

扯的指導原則。就算乙沒有特別說明他與甲的關係，一句「都是自己

人」或許便能給丙某種程度的壓力；也可能乙並不打算利用這樣的關

係，卻發現丙的一句「自己人何必那麼客氣」讓自己得到比原先預期更

好的待遇。所謂的「攀」跟「拉」不僅僅只是在一念之間，而是在一句話

之間。

當彼此成功拉近關係，拉近的並不只是這兩個人的世界，還包含

環繞周圍的其他人際關係脈絡。因此，一旦我成為某個對象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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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個對象的其他自己人，也可以算是我的自己人，一下子便拉攏

了一整串的人。我可以利用別人的其他交情，正如同別人也可以使用

我的其他交情來拉近關係，彼此互蒙其利。這些交情的轉換與延伸，

可說是所謂集體主義綿密人際關係的精髓；而「拉近」的文化機制，便

是賦予並實踐「集體」生命力的一項非常重要的作為。

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從無到有或是維護已經建立起來的關係，都

需要靈活的言語技巧，將「面子」與「人情」的要素成功地融入想要傳遞

給對方的訊息。例如要求某人幫忙，往往可以在請求之後加一句「就看

在我的面子上吧」，或者「就看在我們相交多年的情分上吧」。意思是

說，或許原來不應該答應的，但是為了彼此的交情可以網開一面，讓

彼此親近些，事情也好辦些 ， 因為「人情」是彼此往來互惠時一項非常

重要的社會資源 （Luo, 1997）。這些推波助瀾的語句能有說服效果，便

是因為華人的人際關係極其重要 （Ma, 2011; Ma & Chuang, 2001）；因

為每一個關係都有感情為後盾，就算原來打算拒絕對方的請求，也可

能為了顧慮彼此的情分，覺得「不好意思」而只好答應。這便是所謂的

「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因為光說理是不夠的，還得強調彼此的情

分，拉近自己人的距離。當然，答應了之後，彼此的關係也就更為緊

密了。

類似的情況，在商場上也經常可以觀察到。例如，晚宴時總免不

了要互相乾杯；若要拒絕，對方總會來上這麼一句：「你一定要喝一

杯，給我個面子」。在盛情難卻的情況下，幾杯下肚就代表「我們是一

夥的」；如果堅持不喝，便是拒絕了對方的好意與情誼，會得罪人的。

藉由你來我往的敬酒儀式所拉攏的關係，與其他沒有舉杯共酌的人，

交情自然不一樣。就算原本是陌生人，交杯之後就不再陌生；而原本

就認識的，更是親上加親，熟上更熟。這也為什麼卡拉ＯＫ在華人的

社會裏這麼流行，正如「我們一起喝過」，它提供 「 我們一起唱過」，是

一個非常有效的場域，讓人「拉近」彼此的關係 （Holt & Chang, 2009; 

Oon, 2007）。

在這個親切和諧的氛圍下，華人比較婉轉的溝通方式：不想把氣

氛搞糟、以他人為主、讓對方有台階下等溝通行動，也都可說是「拉

近」這個文化機制的表徵。某些衝突的場合總會有人自動出來調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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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加上這麼一句「哎呀，都是自己人，沒什麼好爭的，就不要那麼

計較了」。有了自己人的情分，還有什麼不能商量的呢？不論是實質的

或者是表面的，在這樣祥和的情境裏，要跳脫既定的關係並不容易，

因為彼此通常只能更親密，不能更疏遠。這些關係兼俱感情性與工具

性；感情讓彼此不分你我，而拉近之後彼此的權利義務與對待關係也

都跟著改變，做人做事合而為一，進而達成一己的目的 （Graham & 

Lam, 2003）。

這種利用關係、人情與面子來獲取重要社會資源的方式，黃光國 

（1988） 稱之為華人的權力遊戲 （power game）。他們在評估要不要說

話、話該如何說時，通常有著非常實際的考量。既然每一個關係都代

表了某種社會資源，當個人的關係越多時，個人的資源也就越豐富，

能成就的事自然也越多。當然，人與人之間並不只是操縱與利用；事

實上，關係能夠為人所使用，距離能夠拉近，便是因為它是以感情為

後盾（Chang, 2010）。 

如果五倫的規範真的深入人心，得以有效地規劃華人的人際關

係，它的重要性並不僅僅在於它是行為的教條，而在於它提供傳播人

拉近彼此距離的文化機制。跨文化傳播學者經常認為華人採取「以他人

為主」（other-orientedness） 的傳播模式，因為在以群體為主的價值體系

下，為了關懷對方的福祉，自己不能暢所欲言。筆者認為，從「拉近」

的角度看來，毋寧是傳播人難以拒絕親密關係的建立，而非只是受制

於上下有別的位階枷鎖。而所謂的「和諧」，可說是拉近彼此距離不可

或缺的要素，未必是為了配合他人才維持融洽氣氛 （Chang, 2001）。

對許多華人而言，每一個關係都兼俱情感性與工具性，二者相輔

相成，讓他們的人際世界經常有著熙來攘往的人群，同時享受又負擔

緊扣的人際關係。不論是有著共通點的親切感、緣分的牽繫、利用親

屬的稱謂來讓拉攏彼此，或者透過「攀」或「搞」關係來達成一己的目

的，透過「拉近」機制的行動任務與溝通策略，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觀

察到所謂的集體文化究竟如何實現。究竟在溝通時應如何「拉近」？如

何要面子講人情？又應當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表達才是恰當？都是

非常值得深入分析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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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遠：保護個人空間的機制

除了拉近彼此的關係之外，看似出人意料的是，華人也同時將他

人推開，以保持彼此的距離。集體主義價值觀雖然強調個體對集體的

義務，要求個人為他人設想並以集體的行動為準則，它的成員卻未必

因此而犧牲了自我的主體性。這便是本節要說明的「推遠」的文化機

制，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觀察它如何提供華人強調自我重要性以及維持

人我之間恰當距離的機會。 第一是「人情債」這個俗民概念（folk 

concept）的設計，要求雙方必須平衡彼此的人情債務，誰都不能佔誰的

便宜。第二是語言遊戲的設計，在看似和諧的言語互動下暗潮洶湧，

拉開彼此的距離。第三則是中間人的設計，讓彼此都熟悉的中間人代

為傳達訊息，防止關係不夠深入的雙方進行直接的互動。

前面提到，所謂的「自己人」，就是可以信賴、可以尋求協助的對

象。感情與現實未必互相排斥，反而是一體的兩面，有其一必有其

二，感情是可以而且應當被利用的 （Chang, 2010; Chua et al., 2009）。

正如 Jacobs （1979） 的被訪問人所說，如果感情不能被使用，就不叫感

情。人際脈絡並不只是情感或權利義務的差別待遇，而是有著直接的

利害關係。而這個利害關係，也並不只是出現在所謂工具性的關係上 

（黃光國， 1988），因為就算是親近的人也可能有利害關係，因為他們才

是最能提供幫助的人。當感情與現實融為一體，人與人之間的算計與

冷漠便隱含在親切的招呼裏，無可避免。再加上「報」的觀念 （Chang & 

Holt, 1994）——不論是報恩還是報仇，個人都必須償還從他方獲得的

好處或壞處，人與人之間便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平衡。彼此的情分自然

因這樣的平衡冷卻，距離也會跟著拉開。

從別人那裏得到的幫助是一種「人情」，必得感恩而不能視為理所

當然。華人用「債務」的觀念來形容這樣的人情，也就是所謂的「人情

債」。一方面要求受惠者 （「債務人」） 牢記「受施勿忘」，除了心裏的感

激之外，也必須表達謝意，以同等的付出來償還所欠的債；另一方

面，施惠於人的人 （「債權人」） 則要有「施人勿念」的胸襟，不能且應

該拒絕對方的回報。表面上看來，這個文化設計似乎是不協調的；雖

然債務人得還債，債權人卻不應該要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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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俗民概念，天下很難有白吃的午餐，因為老天不會讓付

出的人空手而回，就算看不到回報，也只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把「人情」跟「債」放在一起，就是明白宣示任何付出都應該得到等值的

回報。就算付出的人不求回饋，受惠的人也會克盡己責的償還他所可

能積欠的人情債務；如果受惠的人不回報，個人的聲望或面子便會遭

受傷害 （Luo, 1997）。既然你來我往不能只是單方面的付出，即令是溫

馨的自己人的付出，他還是可以計算可能獲得的回饋。因此，雖然有

「施人勿念」的道德高標準，卻還是有許多念茲在茲期盼回報的人。當

然，全然的善意與恩賜，和無條件的愛 （unconditional love） 不是沒

有，但這些付出的人還是可以成為「債權人」，有權利主動要求或被動

地期待應得的回報，尤其是這個回報通常必須超過原來得到的恩惠 

（Chow & Ng, 2004）。

「人情債」與「報答」的俗民觀念引導了特殊的傳播行動，如何商討

甚或避免這樣的債務是個一再進行、非常活潑的語言遊戲。當「人情」

把彼此的距離拉近，「債」就同時將彼此推開。我們可以從幾個傳播行

為來觀察這個「推遠」的文化機制如何落實。

第一，如果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無功不該受祿，人總要儘量避

免受恩／欠債於人；倘若沒有接受別人的恩惠，就不會欠債，也就可以

避免將來可能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本來有加深彼此的互動的機

會，卻可能因為擔憂將來無法負擔人情債務，就先拒絕了對方的好

意。特別是比較繁重的人情債務，只能積欠自己較親的家人（Chow & 

Ng, 2004），造成親的更親、遠的更遠。

「真的不必麻煩」這樣客套話，除了表達對對方的敬意之外，同時

也明明白白的將對方推了開來。雖然學者一般都認為亞洲人 （特別是日

本人） 在面對別人、特別是自己人的請求時，很難拒絕對方，事實上有

另一種場合他們是很可能說「不」的，就是在對方願意給他們好處或提

供協助的時候。付出的人或許根本不打算要求回報，但對方卻可能考

慮接受幫助會欠下一筆人情債，而拒絕了對方的好意。尤其是人情債

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更容易讓人擔憂可能引發的債務。簡單的

說，原本可能是更多的往來，卻因為人情債務的考量讓人裹足不前，

阻隔了彼此情誼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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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算接受了對方的好意，受惠者必須在心理上與行動上都

表達感激之情，也因此拉開彼此的距離。「人情債」強調受惠的人虧欠

對方，必須感念對方的恩德，但究竟應該如何表達感恩之情？一般以

送禮為主，在口頭上也會叨唸著對方的恩惠。如果這個人情不能馬上

償還，也會先告知對方「有機會再好好謝謝你」，免得對方覺得自己不

懂禮數。表達這樣的感謝，不論只是口頭或實際的送禮，都讓兩人的

情誼產生質變：一方面，感激的心情會將兩人連結的更為緊密，特別

是打從心底的感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定要具體的表達謝意也可

說是相當「見外」的表現，因為真正的自己人，可以將對方伸出的援手

視為理所當然，將感激放在心裏，無需言謝的動作。難怪收禮的時

候，「債權人」總要加上這麼一句「你實在太見外了」。有趣的是，當他

說出「見外」兩字的時候，兩人的關係還真的是「外」而不是「內」。

感激之情將彼此拉近，人情債務的償還與計算卻又將彼此推遠。

這一來一往之間，彼此在自己人與外人之間擺盪，可以從送禮的行動

慣例 （routine） 拉鋸戰來觀察：當甲帶禮物給乙以感謝乙的幫忙時，乙

總要拒絕推託好幾次，最後才好像心不甘情不願的將禮物收了下來。

每一次呈現禮物，甲強調的是心存感激，「受施勿忘」的原則 （拉近），

而將禮物送給對方，則減輕甲所積欠的人情債，甚至可能從此以後彼

此的人情一筆勾銷 （推遠）。就算是自己人之間的互相幫忙，當事人還

是要趕快還清人情債，才能夠海闊天空。而乙的每一次拒絕，則闡明

了「施人勿念」 的高尚情操 （拉近）。但雖然來回推拖了好幾次，最後還

是收下禮物，讓彼此的債務得到某種程度的清算 （推遠）。當乙收了禮

之後，原本的互助關係也跟著轉換成某種交易；特別是如果甲認為從

此兩不相欠，彼此的情分變得淡薄，距離也就拉開了。

第三，因為人情債務沒有具體的衡量準則，當雙方認知有別，這

樣的互助便可能引發怨尤。有的時候是怨 （對方沒有感恩的心／還那麼

多了還不滿足），有的時候是悔 （早知道就不幫忙了／早知道就不要接

受他的幫忙） 。經由語言遊戲來商討人情債務的多寡，便成為一項華人

特殊的表達藝術，我們在下一節討論「彈性化」的機制時會詳細說明。

這裏要說明的是，商討人情債務的多寡可說是劃分彼此界限的動作，

讓自我與他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空間，也預設了兩人之間不應跨越的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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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特別是當兩人未能達成協議時，表面上看似不分你我，骨子裏卻

有許多計較，清清楚楚地拉開彼此的距離 （Chang, 2001）。

就是在這樣欠多欠少的考量與協商之中，兩人從自己人轉換為外

人。例如，甲為了表示他對乙的感恩，買了個禮物並對乙說：「不成敬

意，我知道你喜歡這個，走了幾個店才找到」；乙則回答「你怎麼那麼

客氣？真的不必如此，送不送我都是一樣的」。在這個言語交鋒之中，

可以觀察到，甲表達了謝意，也同時說明了自己的用心，因此他所償

還的債務不可小覷。乙也表示了自己並不圖甲的報答；當他強調甲送

不送禮都是一樣時，可說是削弱了甲的用心。這個簡單的對應，在日

常生活中經常上演；雖然看似以情感為主的交談，還是免不了利害關

係的糾葛，巧妙的讓彼此遊走在自己人與外人的分界點。正因為人我

的距離太近，才必須透過這樣一套精緻的「人情」語言來將對方推開，

並保持兩人的平衡，使得自我不會成為集體主義下無限付出的犧牲

者。當它的成員抱怨必須償還人情債務時，便可想見這個「集體」不只

是要求它的成員付出，也同時保障付出成員應得的回報。

不論是否是「人情」的語言，在和諧的表面下，有時華人的溝通是

暗潮洶湧的 （Chang, 2001）；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Ma, 1996），甚或挖

苦嘲弄對方，都是經常可以觀察到的即興演出。尤其是以不直接的方

式來表達，更讓人難以招架。這些複雜卻又靈活的語言遊戲，都可以

在看似親切祥和的你來我往之間，拉開彼此的距離。例如所謂的場面

話，不論多麼好聽，也只是場面話，與彼此的情分無關；甚至因為透

過這樣的話，更顯得形式多於內涵，清楚地點明彼此的關係其實不是

那麼親密。在這種情況下，語言並不是黏接劑，反而是驅除劑。

最後，自己人與外人的分別，也助長了中間人調停互動雙方的溝

通模式（詳見第四節）。雖然中間人的介入可能讓事情有轉圜的餘地，

但必須借由別人來說項才能成就某事，反而將彼此的距離拉開，因為

它不但阻礙了雙方直接進行互動的機會，更清楚的說明了彼此的關係

僅僅只是外人，不是自己人。倘若沒有中間人這樣特殊的溝通模式，

彼此便不得不直接進行接觸，距離反而可以拉近 。

總之，所謂的集體主義其實是極其複雜的。華人的溝通行動並不

如西方文獻所描述，單純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以他人為重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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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目標奉獻自己。在華人的世界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論多近，

倫理規範多麼清楚，彼此的利害關係及必須感恩的文化氛圍、伶俐活

潑的語言遊戲，以及中間人代為傳達的溝通模式，都可能拉開彼此的

距離 。當彼此的關係越緊密時，將對方推遠的反作用力也越大。「拉

近」與「推遠」這兩個文化機制可說是相輔相成，在拉鋸中維持著動態的

平衡，並在辯證 （dialectic） 的關係中賦予彼此意義。

彈性化：協調彼此界限的機制

華人的人際關係階級看似涇渭分明，不得逾越，其實人與人之間

的分際經常受到挑戰，非常有彈性，可以依情勢而調整。溝通人可以

透過機靈的語言使自己掌握優勢，成功地運用社會資源來獲得主動

權，控制對方；也可以一語雙關，用客套話來貶損對方，或以凌厲的

語言攻勢來顛覆原有的人際位階，讓下位者成為上位的人。正因為華

人的人際關係非常緊密，傳播人才更需要應用熟練的語言，來顛覆彼

此的關係；你來我往的脣槍舌戰、競爭、挖苦等，也自然顯得特別激

烈 （Chang, 2001; Chang, 2010）。這個機制可以從下面幾個面向來觀察。

首先，華人文化傳統強調待人處世、內圓外方的做人哲學 （曾仕

強， 1992），並進而發展出種種妙語如珠，甚或伶牙利嘴的言語遊戲。

許多西方文獻認為華人在集體主義的約制下，不敢也不能說話，其實

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事實上，話不是不能說，而是看要怎麼說、在

什麼情況下說。這個注重言辭遊戲的文化，可以從春秋戰國時期百家

爭鳴的修辭傳統找到許多例證，如《晏子春秋》記載關於齊國派晏子出

使楚國的故事。楚王看晏子矮小，就故意羞辱他，問他為什麼齊國無

人可派，得要派他出使？晏子回答：「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

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的回答，順著

楚王的話強調自己最為「不肖」，但也因此而派遣楚國，因為使者的賢

能與否，與他們出使國家君主的賢能與否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楚王也

是最不肖的。晏子利用貶低自己來貶低楚王；然而晏子不過是一個使

臣，而楚王則是君主，所以當兩人依同樣標準貶低時，楚王受到的屈

辱當然是比較大的，更何況晏子的自我貶低，在儒家傳統裏，可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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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虛的表現，是應該加分的。楚王羞辱不成，反倒自取其辱；他的王

者之尊，在這個時候，可說是蕩然無存，甚至他的位階恐怕還比晏子

低下。

李宗吾在《厚黑學》（1994:10）一書裏也有一段關於彈性語言很好的

描述：「學者須知，恐字與捧字，是互相為用的，善恐者捧之中有恐，

旁觀的人，看他在上峰面前說的話，句句是阿諛逢迎，其實是暗擊要

害，上峰聽了，汗流浹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觀的人，看他傲骨

稜稜，句句話責備上峰，其實受之者滿心歡喜，骨節皆酥。」看似捧，

其實是恐；看似恐，其實又是捧；外在的形式與實質內涵的差異所呈

現的不只是語言的功夫，更是人際分寸的拿捏。特別有趣的是，這裏

牽涉的並不只是直接對應的雙方，說話的人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隱藏

並經營彼此的關係。而在上位者也知道，這個訊息雖然呈現在眾人面

前，卻只對他一人有效，就更是膽顫心驚了。這般複雜的情境，在恰

當的言語掌控之下，也能有效的改變兩人的界限，並繼續與其他周遭

的人維持原有的關係。

不只是策士在遊說君主的時候必須特別小心，以免招來殺身之

禍，或是當官的該學些說話技巧，就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要懂得

如何說話，才能在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裏行事得宜。Ma & Chuang 

（2001: 273） 舉了一個有趣的「暗示」的例子：有個學生想要向一位從來

不借書給別人的老師借書。他先聊到自己喜歡讀書，接著提到跟這本

書有關的一些背景，再自然而然的談到這本書。此時，他一方面給予

這書非常正面的評價，另一方面又故意將書中的一些理念說錯。老師

忍不住要糾正他，並且主動把書借給了他！這個學生顯然很了解這位

老師的脾氣，更清楚「老師」這個角色所代表的意義——指導並糾正學

生的錯誤——所以能夠非常技巧地將自己的目的隱藏起來，最後根本

不必請求老師的幫忙，就達到目的了。原來是老師尊學生卑的對待關

係，經由這樣的互動後，看來至少已經轉換成平等的關係了。

緊密的人際關係不但沒有讓人失去說話的能力，反而提供了更大

的挑戰，因為溝通人必須同時考量彼此的關係、兩人各自的關係網

絡、其他相關人等的感情與面子、維護將來可以利用的人際資源、 當下

的情境因素，以及將來可能引發的後續效果等，來拿捏最恰當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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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既不得罪他人，又能創造有利自己的環境。這便是為什麼華人有

這麼許多「指桑罵槐」、「投其所好」、「聲東擊西」等比較不直接的語言

遊戲 （Chang, 2010; Ma & Chuang, 2001）。 

面面俱到的彈性語言可以照顧到自己及其他相關的人，調整改變

彼此的位階。當然，也有比較惡意的語言遊戲隱藏在和諧的表象之

下。這些語言表面上一團和氣，骨子裏卻可能是彼此挖苦、相互競爭 

（Chang, 2001；Ma, 1996）；傳播人藉著操弄這些手段來強調自己的重

要性，也讓壓力獲得某種程度的舒解。雖然謙虛是華人非常強調的美

德，吹捧自己或貶抑他人的功夫也不惶多讓，只不過通常是隱藏在溫

文爾雅的表面下（Chang, 2001; Wu, 2011）。言語伶俐的人，可以在幾句

話之間改變原來的情誼規則，顛覆原有的關係。

例如有位婦人，考上了駕駛執照。別人稱讚她，她卻回答，「我就

是特別倒楣，偏偏碰到最挑剔的考官」。這句自我貶抑的話，看似遵循

謙虛的美德，其實卻是不著痕跡的稱讚自己。她不僅通過考試，而且

她的考官還是最刁難的，顯見她的能力有多好！這樣推理下來，其他

通過駕照的人，根本就比不上她了。明明彼此應該是平等的朋友，別

人還好意稱讚她，她卻還要再加碼提高自己的身價，讓原本平等的關

係變得上下有別。

又如，「我的兒子工作實在太辛苦，錢賺那麼多有什麼用？我早叫

他不要做了」。這句話同樣包含自我貶抑與自我吹捧。表面上兒子似乎

是在受苦，但同時隱藏其中的是兒子賺的錢很多。這樣像是在訴苦，

卻又不著痕跡的稱讚自己 （或自己的家人），別人當然就得曲居下風

了。不過是平常的互動，卻因為這樣的話語，頓時讓自己高人一等，

彼此原有的人際階級也就跟著做了個彈性調整。當然，究竟彼此的位

階會如何改變，還得看對方怎麼回答。如果對方回答的是「你真好命，

兒子賺那麼多錢」，自己的地位就可以拉高；如果對方不買帳，回以

「你兒子還真不值得」這樣一句話，恐怕自己的地位反而要被拉下來了。

第三個例子是個有著好工作的人，對著他的妯娌說：「看到這些工

友為了他們的工作這樣辛苦，真要好好感謝父母的栽培」。明著是同情

工友與表達孝親之情，暗的卻是說明自己有一份好工作，也吹捧了自

己的父母。有趣的是，她的妯娌也不甘示弱，不願屈居下位，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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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己朋友碰到的例子來說明她工作的公司並不怎麼樣。結果是，

弟弟只好出來協調，說了一句「每一個公司都有不好的人」，才算停止

了紛爭。這句話同時支持他的太太與姐姐——對太太而言，公司裏有

一兩個不好的人並不會改變她有一個好工作的事實；而對姐姐而言，

她引述的關於該公司不好的經驗也是不容置疑的。這兩個妯娌相互爭

奪上位，雖然是一時的口頭之快，彼此的關係卻已然經過了多次的調

整。而弟弟的調停，才讓這兩人的關係回到一個平等的狀態。

這樣的例子在華人的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學者認為華人的互動

經常是自我壓抑的，實在是忽視了他們生動活潑的語言遊戲。正因為

人際關係緊密、階級分明，才使得訊息的傳達不得不更有創造力，彼

此的競爭——不論是口語的或是實質的——變得更為重要。

此外如前面所提，在溫馨的互助下，華人也必須考量與算計彼此

的得失與虧欠，利用你來我往的言辭交鋒來商討彼此的人情債務。如

何向對方「要人情」或「討人情」、如何主張自己的人情債已經償還完

畢、如何協商人情債務的多寡，都需要伶俐的語言。「人情債」巧妙地

結合了「人情」這個比較感情性與精神性的概念，跟「債」這樣可以衡量

轉換成具體的金錢、勞務、物資等價值的概念 （黃光國， 1988）；而兩

者之間的模糊空間，便提供了語言有效的著力點，來改變彼此的情誼

規則。由於人情債務很難具體衡量，如何利用巧妙的話語讓施予的人

看起來給的更多 （亦即，債權人的債權變大），讓欠債的人看起來欠的

更少 （亦即，債務人的人情債變小），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利害的人可

以把原來是「債務人」的自己，搖身變成「債權人」。難怪偶爾會聽到這

樣的抱怨：「明明是我幫他的忙，怎麼到了後來，變成我欠他了？」

在送禮酬謝對方時，伶俐的語言表達也能讓自己佔上風。例如一

方面要客套的說「這麼小的禮物實在不成敬意」，另一方面，也可以同

時告訴對方自己是花了多少力氣才找到對方喜歡的禮物，「找了幾家店

才找到」。這樣，就算價值微小的禮物，經過了語言的潤飾之後，便能

提昇它的價值。至於本來就貴重的禮物，就算送禮的人不好意思明白

表達禮物的價值，也要多少暗示它的特殊性。送禮的人的所欠的債，

除了因禮物本身的價值而抵消之外， 還可以因靈活的語言再減少些。反

過來說，如果送禮的人不會說話，再貴的禮物都可能變小，無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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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償還個人所欠的人情債。

另一方面，人情債的「債權人」也可以用巧妙的言辭來提高自己的

「債權」，讓對方欠自己更多，如用婉轉的方式或透過第三人，來提醒

對方尚有未償還的人情債，必須感恩；甚至就算「債務人」覺得自己已

經還清了，如果「債權人」覺得不夠，總是可以一再的叨叨敍說自己給

對方的好處，強調對方仍然積欠自己人情債。例如，「上次我買給你的

東西是不是還好用？」﹑「這事幸好我當初做了，現在我就沒法幫忙

了」、或者「我本來是不想買的，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買的」 。債權人也

可以直接向第三人抱怨，「我幫了他這麼多，連一句謝都不說」，讓第

三人去替他傳話。

不論是圓融的處理周遭的人際關係，或是不著痕跡的吹捧自己、

拐彎抹角的貶低他人、冷嘲熱諷、挖苦對方，或者是商討彼此的人情

債務，讓自己欠的更少，別人欠的更多，人際關係的界線其實非常有

彈性，並非只是僵化的教條規範。正因為華人的人際世界有著各式各

樣的關係牽扯，彼此的界線才更必須是可以商量變動的。它的彈性也

提供個人跳脫群體桎梏的機會。

複雜化：邀請他人參與的機制

集體主義的精髓並不只是在於五倫的人際關係對其成員所加諸的

種種規範，而在於這樣的價值觀把原本可以是相當單純的互動雙方變

的非常複雜。前面提到的人情、關係、面子等，都可以拉近或推遠彼

此的情誼，甚至可以顛覆原有的位階，將上位者變成下位者。而另一

個同樣重要的面向則是人際關係的複雜化，包括 ，第一，互動的內容

變多與時間變長；第二，中間人積極地參與了人際世界的縱橫捭闔。

第一，華人的互動很少是單就某個目的、一次性的往來。所謂的

「自己人」可說是全方位的互動；既然不分彼此，就不會因事而有別。

例如學生與老師之間，一旦關係建立，就不僅是學習方面的指導、傳

道授業解惑的問題，兩人之間的個人事務，如婚喪喜慶及日常生活的

問題，也都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交涉。Chua et al.（2009） 指出，即令原

本是純粹工具性的關係，很快就會添加了情感的成分。這也便是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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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文獻上向來指稱華人常將專業關係與私人關係混雜在一起。如果關

係好，接觸面自然而然擴展；反過來說，如果在某一件事上得罪了對

方，可能其他的交涉也都變得滯礙難行。華人的溝通可說是全面性而

不是單點式的，因為每一次的接觸都可能影響整個關係的未來發展。

「自己人」互動內容的多樣化，可說是華人傳播複雜化的一大特色。 

再者，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不是在一個時間點上就結束，卻經常

是沒完沒了的你來我往。前面提到的人情債與報答的設計，讓人際關

係變得非常複雜，因為不是只有你來，還有我往；而這你來我往，也

不只這一次，而是不斷來往的人情付出與償還。特別是因為人情債的

計算沒有一定的準則，誰欠的多未有定論，再加上這個設計通常要求

受惠的人必須償還大於原來得到的恩惠（Chow & Ng, 2004），結果就是

不斷地你來我往，一次又一次重新計算又重新積欠的過程，甚至牽涉

周遭相關的人。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甲請乙吃飯，在某些文化系統裏很可能就只

是一次的互動，因為乙並沒有義務回饋。在華人的系統裏，這個互動

卻可能只是一個開端，因為乙吃了這頓飯之後，不論乙是不是真的吃

的高興，很可能覺得欠了甲的人情，一定得回請甲；而這個回請，通

常必須至少跟原來的餐廳相當或者更好，所以甲很可能會覺得乙償還

太多，還要再回請，在「債務」平衡之前，總會循環不已。當然，在這

個循環的過程中，兩人的關係也逐漸加深，可以做可以談的事，也就

越來越多了。反過來說，如果乙吃了這頓飯之後沒有打算回報，甲可

能透過其他的人來傳達他的不滿，建立另一個複雜 的傳播網絡。還有

第三種情況：如果乙吃了甲的飯，當甲的熟人丙有機會跟乙吃飯的時

候，乙很可能會幫丙付帳，因為甲對乙所累積的「人情債權」可以轉讓

給他的熟人丙。那麼，下次乙再跟甲吃飯，要不要再請甲一次，就值

得商榷了。不論如何，甲跟乙原來看似單純的關係就多了一個丙。

在別的文化，或許一對一就是單純的一對一關係。但在華人文

化，這樣單純的一對一關係卻可能衍生成複數關係，可能是一個對多

數，多數對一個，或多數對多數。而這個「多」究竟是二或三或四或更

多，要看彼此的關係以及所牽涉的其他人與情境因素。難怪Chua et 

al.（2009）要建議，跟華人做生意，不能只是跟特定的對象來往，還要



從四個文化機制看華人人際傳播：「拉近」、「推遠」、「彈性化」、與「複雜化」

215

盡量認識這個對象網絡中的其他相關夥伴。

這些方式雖然不同，但都將彼此綁在一起，互動的內容變得更

多，時間也拉得更長。若再加上其他的關係，結果就更是層層相疊，

糾纏不清了。華人社會的人際關係以及因此所造就的人際傳播模式，

不是單純的五倫階級的五種對應對關係就能夠解釋的，更重要的是必

須了解這些對應關係如何互相交錯，並在實際的應用上衍生出什麼樣

的形式與效果。

第二，雖然華人的兩人世界看似已經夠曲折離奇，卻還經常要再

加上個中間人，讓原本就複雜的網絡加倍複雜 （Chang & Holt, 1991b; 

Ma, 1992）。這些中間人的參與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可以

從下面幾個樣態來分析。

最常見的樣態是由第三人直接幫忙協調兩人之間的種種事務，例

如協調兩人間的糾紛、為某人傳達訊息給對方、或者代替某人提出請

求。這兩個人可能認識也可能不認識，但中間人願意成為他們的橋

樑。中間人的角色之所以能成功，便是因為華人社會強調關係與面

子；在不同的交情裏彼此的面子人情不同，可以成就的事務自然也有

別。因此，如果甲不買乙的帳，乙就可以試圖透過丙，靠丙的面子來

說服甲。透過不同關係的運作，同樣的事務便有了不同的解讀，成功

的機率就可能提升，目標也就能夠達成，充分實現所謂的人治的精神。

人際關係在這人治的社會裏不僅複雜，而且要被弄得更複雜，成

為協商的籌碼。一般而言，華人文化對於外人是相當冷漠的。難怪即

使是專業關係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或者原本就認識的外人，某

些時候還是得透過熟人才能讓事情處理的更圓滿。在這樣的文化氛圍

裏，每個人因其所掌控的關係不同，都有擔任中間人任務的機會。中

間人可能是受託於人，不得已才扮演的角色，也可能是個人主動扮

演，無須等待他人的請託 （Ma, 1992）。它雖然是個負擔，卻也是種榮

耀。

從人際傳播的角度看，不管中間人是基於什麼理由來介入，也不

論介入的方式為何，有了中間人，原本只屬於兩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

係，至少可以擴展成四組關係（甲乙、乙丙、甲丙、甲乙丙）。事實

上，三個人的關係還算是最基本的，中間人１也可能因為自己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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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再為代尋另一個中間人２，事情必得透過好幾層的關係才能處

理好 （Chang & Holt, 1991b）；這樣衍生出來的關係，就不只是四組，

而是八組、十六組的拓展開來。

不同情況下所衍生的人情不同，加上牽扯的人數，真可說是剪不

斷理還亂。如果是受託於人，請託人與中間人之間的關係與人情，可

說是第一道關卡，要關係夠的才可能請得動中間人；而中間人與目標

的關係也要夠好，才能擔當任務。一旦請託成立，中間人願意代為說

項，中間人與目標、請託人與目標，以及中間人與請託人之間，都免

不了人情糾葛。就算是中間人主動協調兩者，中間人與雙方各自的人

情關係，以及雙方之間因中間人介入之後的人情關係，究竟誰欠誰的

人情，恐怕也不容易算清。如果牽涉的不只是一個，而是數個中間

人，人情的估算與牽扯也就更是一筆複雜的帳了。

如何在糾葛的關係下進行傳播，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包括請託人

如何向中間人為請托、中間人如何代請託人向目標傳達訊息、請託人

與目標之間又應該有什麼樣的聯繫；中間人如果成功，應該如何對請

託人表達、宣示或炫耀自己的關係與人情；而如果失敗，又該如何考

量自己的面子來描述這樣的情境；不論成功或失敗，事過境遷之後，

三個人之間的關係與溝通管道是否應該有所改變等，都必須考量它所

牽涉的人情、人情債、關係、面子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經過這樣的牽連，當事人或許得償宿

願，但因此所衍生的複雜關係與傳播行為，與因此必須付出的心力與

負擔，究竟值不值得？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單從個人關於此事的得

失來衡量，而得就人際網絡的整體來觀察。利用中間人來為自己說

項，看起來像是給中間人增添麻煩，但有時也是一種信任的表示，甚

至是給中間人一個面子，因為中間人比自己更能掌握對方。如果自己

冒冒失失的去找對方，恐怕中間人反而會不高興，認為「明明是我跟他

熟的，你應該要先透過我才對」。這樣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就算

沒有經由中間人來說項，對方也很可能會評估自己與中間人的關係，

來決定事情的處理方式。這樣一來，中間人的關係其實是有效果的，

但因為自己沒有讓中間人充當溝通的管道，他就沒有任何功勞，也無

法「做人情」。從這個角度看來，由中間人來擔任雙方溝通的橋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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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讓事情有更大的機會成功，也是緊密人際網絡相互照應的應

然——讓更多的人參與，才能讓關係與溝通管道複雜化。

前面說明的情況，是由當事人的一方主動要求中間人代為說項。

但在人際衝突的情況下，Ma （1992） 指出，一般是由非當事人的其他

第三人向中間人提出協調的請託，因為這些「其他第三人」可能很關心

兩個爭執的親朋好友，就把它當成自己的責任來要求中間人幫忙。這

時牽涉的就不是只有三個人，而至少是四個人了——包括兩個爭執的

當事人、關心的第三人，以及幫忙調解的中間人。這中間所牽涉的人

情、人情債、關係、面子等，也就跟著產生量變與質變。

無論是當事人或者是關心的第三人向中間人請求幫忙，在「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的自己人的氛圍下，華人似乎總要牽涉一些原本沒有關聯

的人來參與兩人的世界，讓人際世界複雜化。這也便是為什麼有的人

只是來「和浠泥」（Ma, 1992），跟著攪亂一池春水。

第二種常見的樣態是中間人只扮演旁觀者的角色，讓當事人借用

他的名字來成就某些事情——「就跟他提一下我的名字」。這個樣態常

常呈現在「人家介紹的」這樣的劇本裏，有特殊的傳播效果。例如甲要

跟乙買貨，便告訴乙他是丙介紹的，希望能打個折扣：「我特地來這

裏，因為丙說你的東西比別人的好。」乙可能就會回答「哎呀，都是自

己人，當然給你打個折」之類的話。這樣的對話非常有意思，因為丙並

沒有真的代為說項，也沒有出現在這個場合，而甲乙兩人卻能在對話

中將丙直接列為重要關係人，藉由丙讓甲跟乙成為自己人。中間人的

角色在華人的社會可說已發展到極致，因為他不僅可以是具體的，也

可以經由語句，讓他成為象徵性的協商籌碼。

當然，究竟某甲是不是真的得到折扣，還得看具體的情況而定。

乙可能只是說說 （lip service） 而已，讓甲覺得開心；也可能真的看在丙

的面子上，給甲一個別人沒有的折扣。至於甲，如果真的得到折扣，

也許會謝謝丙，或跟丙沒有任何聯絡；若沒有得到折扣，可能不了了

之，也可能向丙抱怨。那麼丙又該如何自處呢？如果甲得了折扣，丙

可能要求乙必須表達謝意或者一笑置之；如果甲沒有得到折扣，也許

會對乙有所不滿，而這個不滿，可以表達也可以不表達。無論如何，

人際世界裏彼此的牽扯又開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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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化」的文化機制清楚說明了華人傳播所牽涉的不僅只是階級

的對應關係，而是層層交疊、在時間空間上都延展的人際網絡，及其

所衍生的多重傳播管道與內容。華人的互動很少是單就某個目的的一

次性往來，而是內容繁複、時間也拉長的全方位互動。再加上直接或

間接的中間人，更讓牽涉的人與事成等比級數的增加。最重要的是，

這個文化機制同時為他們的人生注入新的活力，讓它變得更多彩多

姿，因為人的社會就是要有許多的人才有意思，才稱得上是紅塵世界。

結論

如果集體主義提供華人傳播研究一個恰當的分析方向，我們至少

應該知道這個所謂的「集體」究竟是如何運作。「拉近」、「推遠」、「彈性

化」、與「複雜化」等四個文化機制讓我們得以檢視華人文化價值觀如何

落實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拉近」的機制讓彼此距離更近、關係更

緊；在集體裏自己人少有冷落，只有更多的包容與協助。「推遠」的機

制確保個人的權益，使得他人不能予取予求；在每一次評估彼此的利

害關係時將他人推開，以鬆脫集體的壓力。「彈性化」的機制活絡了彼

此的關係，協調看似僵固的人際分際，甚至顛覆原有的階級與權力。

至於「複雜化」的機制，則將相關（或不相關）的人與事帶入原有的人際

關係體系，讓人際世界變得更加複雜與多彩多姿。這四個機制層疊交

錯，可能同時運行，也可能互相掣肘，從而構成一幅生動活潑的人際

傳播圖像。這些機制也沒有必然相應的傳播模式和效果；在每個人我

互動的傳播行為裏，一再協商彼此的分際與關係，落實所謂「集體主

義」的內涵。

許多西方文獻視文化價值觀與傳播行為兩者的關聯為簡單的直線

因果關係，忽略了文化價值觀如何透過文化機制，實現在具體的傳播

行為裏。文化機制的運行是非常生動活潑的，它們同時指導人與人的

應對進退，也在這樣的互動裏彰顯並確認特定的文化價值。本文分析

的四個文化機制提供了一個初步的探討，彌補了這項缺失。再者，從

這個角度來分析華人傳播，可以跳脫跨文化傳播學長期以來以東西二

分法來解釋華人傳播的窠臼。我們要觀察的是層疊分明的華人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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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如何經由「拉近」、「推遠」、「彈性化」、與「複雜化」等交錯縱橫的傳

播行動獲得實踐，而不是從文化差異的比較來推論華人傳播行為應該

如何又如何。

本文希望透過這四個文化機制來呈現一個比較周全的、生趣盎然

的華人傳播行動分析。對於華人傳播研究未來的研究方向，有幾項建

議。第一，重新省思「文化」的概念。文化的內涵是否可以從價值觀窺

視大概？它的表象與呈現又是如何？ 除了價值觀之外，有什麼其他的

角度可以讓我們探討文化的內涵？這個省思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能

幫我們釐清如何界定所謂的「華人文化」。 第二，重新省思「本土」的概

念。華人傳播學研究必須「本土化」已然是通識，但「本土」不是只是跟

「西方」有別，例如關於「集體主義」的研究，應該瞭解它的文化內涵，

不能因它相對於「個人主義」，便自然成為華人文化的正字標記。 「集

體主義」的特殊文化機制為何，如何在傳播行為裏落實它的文化價值與

傳統，都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第三，如果選定集體價值觀為分析華人

文化的入口，我們就必須重新省思「文化價值觀」與「傳播行為」二者的

關聯。除了「價值觀指導行為」的單向因果邏輯之外，可以反向思考，

看傳播行為如何實現價值觀。從這個角度出發，著眼於華人傳播行

為，可以分析種種的協調與衝突、直接與不直接的表達方式、中間人

的參與模式等，看它們如何活潑的成就某些價值觀。

當然，如前所述，所謂的「華人傳播行為」與「華人文化」，雖然已

較所謂的「東方文化」有所限縮，但這樣的字眼與概念，還是免不了統

籌唯一的論述，將所有的華人簡化為一個整體。這是所有關於文化論

述的研究者無法避免的障礙，因為不論分析任何一個族群，如何細分

（如「台灣的華人」、「新加坡的華人 」、「美國的華人 」等），仍然落入文

字，而一旦落入文字，指稱的便是整體。因此，筆者認為，研究者進

行「華人傳播行為」的分析， 必須落實到特定場域、時空，甚至歷史的脈

絡來探討，這樣文化就不再只是抽象的指導概念，而是輾轉繁衍，具體

呈現在人與人的互動中。重點不在於如何免於整體的論述，而在瞭解

一己為分析傳播行為所選取的整體（如東方人、華人、或加州的華人）

的理由，以及因此在研究時所受的侷限，因為文化機制必然仰賴源源不

斷的參與者，經由他們的傳播，才再更新並賦予文化新的內涵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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